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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孙亮全、陈诺、李文哲、杨一苗

　　“大铲、小铲吊土已经淘汰了”“盗掘采用更
先进的‘挤压式爆破法’”“安装反侦摄像头之
外，在墓葬周围‘开荒种地’‘植树造林’种大庄
稼隐蔽”……
　　在小说和影视剧中，“寻龙点穴”是对盗掘
古墓葬行为的“文雅”说法。但在现实生活中，这
种违法犯罪行为对文物古迹和历史文化造成了
巨大伤害。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国加大了
对文物犯罪的打击力度，取得显著效果。山西等
多地盗掘古墓葬犯罪近三年来保持“零发案”，
但在巨额利润驱使下，仍有犯罪分子在少数地
区顶风作案。
　　 2020 年 7 月，安徽省巢湖市文物保护管理
所工作人员在巡查中发现，当地放王岗古墓群
第七号墓西侧有块区域的泥土与周边泥土颜色
不同。他们推测该古墓可能遭遇盗掘。
　　记者近期在山西、安徽、河南、陕西等地调
研发现，目前文物犯罪作案手法更加科技化，一
些地方打击犯罪，尤其是在打击贩卖环节仍存
空间。在专项斗争结束后的“后扫黑”阶段，遏制
文物犯罪亟须借助科技力量，持续高压严打。

“洛阳铲已经淘汰了”

　　放王岗古墓群是安徽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接报警后，当地警方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
现场勘查发现，古墓的新鲜泥土上覆盖着一些
树枝，树枝下面藏有一个直径 1 米的洞穴，深达
10 米，盗洞直穿墓室，对墓室结构及墓室内陪
葬文物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
　　在警方的深挖之下，一个以巢湖居民王某
某为首，长期流窜于安徽、江西两省的盗墓团伙
浮出水面。2020 年 8 月，该案 6 名犯罪嫌疑人
悉数落网。经查，除盗掘巢湖放王岗古墓外，该
团伙还先后在安徽、江西等地盗掘古墓 8 座。
　　据王某某供述，作案时他们会随身带一本
当地“县志”，除了解地方风土人情外，还从中发
现一些古墓“线索”，如具体位置、年代、墓主等
信息，再进行“选择性”盗掘。
　　坐落于安徽省淮南市三和镇徐洼村的武王
墩古墓，作为目前已发掘的万余座楚墓中唯一
一座王级大墓，也没逃脱“摸金校尉”们的盗扰。
　　在侦破武王墩古墓被盗掘案件中，警方扣
押了大量专业作案工具，如雷管、土制炸药、升
降机、红外夜视仪、对讲机、微型探头等。
　　“洛阳铲已经淘汰了。”负责侦办放王岗古
墓群盗墓案的安徽省巢湖市公安局刑警二队民
警张鹤婷告诉记者，如今盗墓团伙在探墓方面
很专业，一些盗墓者还潜心研究风水、星象，找
到大致位置后，利用探针定位。“小拇指粗细的
探针最长可以接几十米，基本上三五根探针下
去，就能够确定棺椁的位置。”
　　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公安局刑警中队中队长
张学好等人说，相比于过去采用“爆破+人工挖
掘”的方式，如今他们查获的案件中，有盗墓者
采用“挤压式爆破盗掘法”。“在探针扎出的拇指
粗细的小洞中倒入炸药，‘咚’的一声闷响，就挤

出一个直径约半米的通道。”
　　靠着新技术、新装备的使用，以往一个墓葬
需要作业一两个月，如今只需几天时间就可以
完成盗掘作业。
　　“摸金校尉”们作案时除了装备更新，技术更
强之外，他们的反侦查意识和能力也不断加强。
　　在 2019 年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宣
判的“陶寺北盗墓案”中，张某建盗墓团伙每次
盗掘作案时，不仅在路口、隐蔽的小房子里安排
人警戒放哨，还收买看守墓地的保安进行放哨。
　　民警告诉记者，盗墓分子“踩点”以后，并非
立刻“开工”，他们往往需要若干天时间来开展
隐蔽式作业。“踩点”结束后，他们会在附近架设
一个隐蔽的摄像头，进行反侦查。在确定安全
后，才会“开工”。
　　警方介绍，一些大规模的陵墓，不可能短时
间内完成，为了逃避打击，有的团伙甚至在大型
陵墓旁边以各种借口盖一些比较隐秘的高墙深
院，甚至修建假坟墓，再从内部找准地点挖盗洞
秘密进入古墓葬。甚至还有团伙以开荒种地、植
树造林的名义在陵墓四周种上树木或高大的庄
稼，待这些植物足以遮盖起人的行动时才开始
作案。
　　在 2012 年至 2014 年，卫永刚盗墓团伙在
陕西蒲城县、岐山县，以及山西代县的文保单位
附近租房开饭店。以此为掩护，在店内打洞盗掘
蒲城县城南塔、岐山县太平寺塔、代县阿育王塔
地宫。

“摸金校尉”千里作案

　　文物犯罪链条分为“盗、贩、藏”三个环节。
　　记者调研发现，目前形成了出资、探测、盗
掘、运输、倒卖、走私一条龙作业的地下文物犯

罪链条。
　　 2018 年 3 月至 2020 年 1 月期间，甘肃
省酒泉市瓜州县境内的布隆吉东汉代墓群、
潘家庄汉代古城池遗址、双墩子汉代古寺院
遗址、望杆子汉长城遗址等古墓群和古文化
遗址陆续遭到盗墓贼的破坏性盗掘。
　　警方破案后发现，竟然是广西桂林的盗
墓团伙不远千里潜入甘肃境内所为，盗窃得
手后他们又偷偷潜回桂林。
　　而有“九层妖楼”之称的青海血渭一号墓
被盗案中，作案的盗墓团伙中，部分是外省

“受邀参与”的盗墓分子。
　　调研发现，盗墓出资人身份复杂，有开
桑拿浴的、建筑工头甚至是搞汽车运输的，
在放王岗古墓群被盗案中，有出资人竟是当
地退休公职人员。他们只要提供资金，就可
召集到全国各地的“专业人员”，购买“盗墓
服务”。
　　而在贩卖环节，则有地方文物贩子、垄断
精品文物贩卖的“把头”、替境外古董店老板
网罗精品的“马仔”等诸多角色。盗挖团伙将
文物盗掘出土后，被盗文物迅速流入“黑市”，
在各地文物贩子与买家手里无序流转，甚至
流向境外或者流入“藏家”手里。
　　 2017 年以来，公安部会同国家文物局连
续三年部署开展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公
安部不久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
公安机关共打掉文物犯罪团伙 150 余个，抓
捕犯罪嫌疑人 1500 余名，追缴文物 1.4 万
余件。
　　这其中，山西警方追缴最多。
　　事实上，仅以青铜器为例，河南、陕西、山
西、湖北、甘肃等都是原产地。出土的晚商时
期青铜器，多是精品。这个时期重视礼仪，尤

其葬礼，铸造的铜器用料多、器型好、厚实。
　　 2018 年以前，地上地下文物均丰富的山
西省也饱受盗墓犯罪之害。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山西将打
击文物犯罪作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一度猖
獗的盗掘古墓葬犯罪自 2018 年 5 月以来保
持了“零发案”。“现在全国的盗墓贼绕着山西
走，因为山西打得狠。”山西省公安厅打击文
物犯罪临汾中心负责人说。
　　在不久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山西省公安
厅副厅长杨通顺说：“2018 年以来山西累计
破获文物犯罪案件 1559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414 人，追缴文物 5 万余件。追缴文物数量、
移交涉案文物数量居全国之首。”
　　同样作为文物大省的陕西，通过连续 9
年开展“鹰”系列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共
打击处理犯罪嫌疑人 3000 多人，追缴各类
文物 2 万余件。
　　受访者普遍表示，对贩卖环节打击乏力，
致打击文物犯罪出现“割韭菜”难题。在盗贩
文物链条中，“一线”盗挖人员获刑最重，但获
利最少，文物贩卖环节则是暴利，每倒一手，
价格几乎翻番。在旺盛的需求刺激下，一线盗
挖的“打工者”，如同韭菜，割掉一茬又会冒出
新一茬。
　　然而，文物贩子和藏家往往难以被打击。
采访中，受访者说，除了无序流转，贩卖者也
多是单线联系，许多盗墓者甚至不清楚自己
挖出什么，更别提卖给谁、卖到哪。这让警方
在文物追缴和全链条打击上受限。
　　山西警方抓获的 2400 多名“文物犯”
中，倒贩环节的约占四分之一，这些人基本上
没有被打击过。“有的也被抓住过，但多因法
律和证据问题，难以判刑。”民警说。

尽快扩大文物“DNA 库”范围

　　另一个值得警惕的文物犯罪重大风险点
是文物法人违法，这是由机关、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等实施的文物违法犯罪。
　　 2019 年 9 月，作为河南省南阳市确定的
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创建5A景区的支撑工程，
南阳市卧龙岗文化园建设项目在推进过程中
出现由于野蛮施工造成南阳汉画馆文物安全
受到严重威胁的问题，引发舆论强烈关注。
　　 8 月 26 日晚，国家一级博物馆南阳汉画
馆 400 余米的围墙，被南阳市卧龙区武侯祠
文化园建设指挥部全部强拆，部分文物暴露
野外。在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尚未有效落实的
情况下，施工单位继续野蛮施工，馆内监控设
备、电缆被破坏，又造成了新的安全隐患。
　　这一事件在舆论的干预下，被迅速处置。
　　法人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组织力量，
一旦实施文物犯罪，破坏能力远超过自然人，
危害性极大。
　　国家文物局有关人员表示，一段时期以
来，文物安全形势严峻。文物法人违法案件屡
禁不止，盗窃盗掘等文物犯罪活动猖獗，文物
消防安全隐患突出，成为影响文物安全的三
大主要风险，其中，法人违法是首要风险。国
家文物局督察督办的文物违法案件中，法人
违法高达 76%。
　　调研中，还有基层干警反映，2011 年涉
及文物犯罪判罚最高量刑取消死刑后，文物
犯罪数量曾一度呈现上升趋势。
　　受访者表示，保护好祖先留下的珍贵遗
产，有力遏制文物违法犯罪，需要建立全国一
体化的协作机制，尤其在“后扫黑”阶段继续
保持打击高压态势。
　 国家文物局和公安部委托陕西省公安厅
建设的“全国文物犯罪信息中心”和“中国被
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已录入涉案信
息 1 万余条、涉案人员数千名；采集 28 个省
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数千条。
　　基层建议，尽快扩大这种文物“DNA 库”
的范围和作用，采集所有重要文物的电子身
份，全国一盘棋，为斩断被盗文物流转路径和
追缴海外流失文物提供技术支撑。“为我们的
文物登记造册，即便流落到海外市场也知道、
有证据证明东西是我们的。”山西省公安厅相
关负责人说。
　　部分受访专家和民警认为，按照现行法
律，在打击和审判中，盗掘古墓葬犯罪行为发
生在“国保区”和“非保区”的结果有不小差
别：国家级文物保护区以“行为论”，即发生盗
墓行为便可打击处理，且量刑在10年以上；盗
墓行为发生在非文物保护区，则以“结果论”，
即大肆盗挖中只要没有挖出东西，或者警方
没有找到东西，便不构成犯罪。
　　目前这种“国保区一铲子十年，非保区抓
住得放”的打击、审判漏洞也需要研究、改变，
打击盗掘古墓葬犯罪不应以“在哪挖”定罪，
而以造成的实际破坏后果量刑，即不管在哪
里挖，只要以获利为目的、有盗挖行为就应该
判刑，挖出重要墓葬就重判。

探针定位代替洛阳铲，挤压爆破取代人工挖掘，架设摄像头进行反侦查

盗墓用上黑科技，打击文物犯罪须“道高一丈”

关注·

本报记者赵阳

  山西省太原市娄烦县静游镇下龙泉村农民
李建东，计划在县城给儿子李成买一套楼房，自
家经济能力不允许全款购房，考虑分期按揭。
　　在办理房贷业务时，突然发现儿子李成已
进入银行系统的黑名单，征信有问题，查询发现
儿子名下有155万元的贷款债务。
  更让李成郁闷的是，由于长期逾期，这笔自
己从未见过的贷款，已经产生了77万元利息，
而且还在累积。
  这笔蹊跷的贷款到底怎么来的？“百万负
翁”李成该如何脱身？事件暴露出哪些监管漏
洞？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农民变身“百万负翁”

　　李成得知“被贷款”后一头雾水，顺着征信
报告里的信息，急忙到县信用社查询。
　　打印交易流水《客户明细账》发现，2012 年
9 月 28 日李成名下突然多了两笔钱，分别是现
金存入 34.5 万元、贷款开户发放 78 万元，同一
天又分别以贷款柜台还款、借贷转账的交易方
式被取走。账单显示，交易机构均为“娄烦马家
庄 信 用 社 ”，其 中 第 一 笔 交 易 的 操 作 员 是

“123580”，后三笔均是“123574”。
　　“贷了一百多万元也不知让谁花了，债却悄
悄地挂在我名下，一旦吃官司我就成‘老赖’了”。
信用社工作人员告知李成，由于长期逾期，目前
仅利息就已产生 77 万元，而且利息还在累积。

破绽百出的信贷材料顺利过审

　　李成查阅了自己的信贷档案，里面夹杂着很
多虚假材料。他发现有人假冒他的名义，办了贷款
手续，并顺利通过了审核，最终成功获取贷款。
　　信贷档案中一些关键材料上的签字，并非
李成本人亲笔手迹；像模像样地捏造了贷款用
途，第一笔贷款用于购买跑运输的卡车，第二笔

贷款用于承包 20 亩土地，计划培植树苗；共
有 5 个人为自己担保贷款，其中 2 人仅知是
谁但并无深交，另 3 人素昧平生，纯粹不认
识；在一份《村民身份证明》材料中，李成本是
静游镇下龙泉村人，却由娄烦镇娄家庄村村
委会加盖公章并出具了证明材料。
　　苦思冥想中，李成回忆起早些年通过另
一位村民认识了一位信用社信贷员，这位信
贷员曾向他借用身份证，说办个新卡方便走

账。碍于情面，身份证被信贷员借用了一次。
　　“就是用了一个你的名字，如果还贷款，卖
房卖地也是我负责还。”在一段录音对话中，这
位信贷员爽快地承认是自己冒名贷了款，并说
类似情况前几年很普遍，随便找个农民的身份
信息，内部人秘密操作一下，就能贷款。
　　录音中，这名信贷员教给李成如何应对催
款，“假如信用社催贷的人找你，你就反问他，
这个钱是不是我贷的？上面有我的签字吗？有
贷款场景的照相吗？要声明没有取过钱，也没
去信用社办过手续。”这位信贷员企图用先声
夺人的话术，让自己单位负责催贷还款的同事
无法完成催收，妄想赖掉这笔贷款。
　　李成当然不愿意这么干，“上了黑名单，买
房、买农用三轮车都受到影响，压了这么多债，
我要崩溃了！”李成多次前往信用社反映此事，
但始终没有人管。名字能否从黑名单上销掉
呢？这是“百万负翁”李成眼下迫切关心的事。

敲响涉农信贷风控警钟

　　事件曝光后，娄烦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
贷款资料、信贷档案、资金走向、相关人员任职
履职等情况展开调查，同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经县信用社自查，李成账户上第一笔
34.5 万元贷款已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还清；
当日，李成账户进入第二笔贷款 78 万元，同
日 78 万元被全部转走，追踪交易记录发现，
这笔钱在当天就被再次转账或提现，目前仅
结余 898.21 元。

　　此次事件涉及马家庄信用社 5 名工作人
员，其中审批人原主任王旭生、调查岗原信贷
员李燕军 2 人因其它违法犯罪行为已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16 日、2020 年 5 月 22 日被单
位开除，调查岗信贷员贺晋峰、审查岗柜员段
金梅、审批委员信贷员高补怀 3 人是在岗员
工，此 3 人已于 2020 年 12 月 27 日被停职。
　　关于 78 万元贷款因还款逾期产生的 77
万元利息、征信黑名单上的名字能否销掉、类
似情况还有多少、涉农信贷的风控漏洞将怎
样堵住等相关情况，当地信用社没有回应。
　　娄烦县静游镇人民政府对报道中相关农
民“是不是脱贫户”的情况进行了核实，贷款
人李成今年 35 周岁，是娄烦县静游镇下龙泉
村村民，不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其父亲李建东
58 周岁，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目前已脱贫，父
子二人在太原市小店区打工。
　　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耿晔强认
为，农民“被贷款”现象的发生，暴露出信贷防
控机制不够严密，有内控漏洞，不仅给农民带
来很大麻烦，也给当地金融生态造成危害。对
案件查处不能久拖不决，要及时消除当地农
民群众心中的疑团，还当地农村信用社良好
社会形象和声誉。
　　娄烦县主要领导人表示，后续将及时向
社会公布调查结果，如调查发现涉及违法、渎
职问题，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保障人民群众
的合法权益。
　　后续情况，记者将继续在本报和新华社
客户端“全民拍”发布。 （相关评论见7版）

名下突然多了 15 5 万贷款，利息已累计 77 万
农信贷风控警钟：山西娄烦一农民“被贷款”成为“百万负翁”，还上了“黑名单”

▲大图：2018年，山西省襄汾县陶寺北墓地发掘现场。 小图：陶寺北墓地被探针扎出的痕迹。 组图由本报记者孙亮全摄

▲李成（左）在娄烦县马家庄信用社向工作人员反映自己“被贷款”的情况。 受访者供图


